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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出中世纪的前夜

大清帝国素描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的“中世纪”即封建社会显得特别曲

年秦王赢政在中国历史折和漫长。从公元前 上建立的第一个

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 秦王朝，直到公元集权的封建国家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清帝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形成

了一整套相当完备、前后衔接的封建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

和文化形态。虽然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发生过数十个朝

代、数百位皇帝的风云变迁，形成了世运兴衰不定，王朝更迭交

替的社会景观，但是基于牢固紧密的小农业社会结构和封建土地

关系的顽强的再生机能，封建帝国的巨轮总是一再度过危机而存

在下来。

然而，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又不是静态的、僵死的秩序，而

是一个情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封建制度的外壳之中，其经济、

政治关系和文化形态都经历了一系列损益沿革、起承转合的变

迁。到中 大清帝国建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最后一个王朝

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巅峰，同时这个社会的内部也出现了若干

历史发展的新趋势。而东方和西方各自发展的历史势头，也在这

个时代逐渐接近。这种为当时的人们未及觉察和理解的内部和外

部的变动，已然使中华帝国处在了走出中世纪的前夜。为了讲清

楚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我们有必要略费笔墨，对这一变动前

夜的景况做一些粗线条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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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入主中原的满族贵

族，是居住在中国东北境内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的后裔。公元

世纪初，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完彦部出了一位首领阿骨

打（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他被描绘为正直慓悍的部族

英雄），领导女真人击败辽国，建立大金，在中国古代史上开创

了和宋、辽、夏并列的一个王朝。此后蒙 年至古兴起，从

年相继灭西夏、金和南宋，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元朝

年）。至明初，女真人分为受明朝年 管辖的建州、

年（万历十一年）海西和“野人”三部。 建州女真在努尔

哈赤的领导下起兵，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内部暨女真各部的长达

数十年的征战。这时的建州女真已经开始由采猎经济向农业经济

过渡。他们从昂贵的人参、貂皮和珍珠的贸易中获得了统一事业

的巨额财源。努尔哈赤创建了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单位

旗。这是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旗来编制的具有行政、军

事和生产三大职能的组织。此后由于一些蒙古旗和汉人军队的归

年“乃析为八”，即在原附 来的四旗外，增设，到 镶黄、镶

白、镶红、镶蓝四旗。这就是著名的八旗建制。同年，努尔哈赤

和八旗旗主、议政王大臣实行联席议政，形成了氏族社会军事首

领的合议制度。贵 世纪至族军事首领统率的八旗大军，在

世纪成为亚洲最强大的部队。

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又称后

金）。八旗步骑在关外连续向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地方政权发动进

攻 抚顺、沈阳、辽阳等重镇。，夺取 年（明天启五年），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也就是清朝发祥地的盛京。

奠定了女真统一大业的努尔哈赤在 年辞世。他的儿子

皇太极继位后仿照明制，加速了国家政权的封建化过程。皇太极

加强了汗（王）权，建立了和王大臣议政制度并存的六部和其他

中枢机构，逐渐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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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相继拥有一批籍隶辽东地区或自关内归附的文臣武将，像祖

辈在北京当过尚书的范文程、被俘归顺的洪承畴，以及孔有德、

尚可喜、耿仲明、祖大寿（吴三桂的舅父）等战将。这些熟悉中

原的政治经验、文化传统和军事战略的汉臣，成为满洲贵族知己

知彼并借以联系中原腹地官僚士大夫的中介。皇太极还通过倡扬

喇嘛教和军事征伐，统一了漠南蒙古诸部和黑龙江流域，也和漠

北蒙古、漠西蒙古以及西藏的政教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年，皇太极改元称帝，国号“大清”。这是一个刚刚完

成了从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农奴制度的生气勃勃的政权。

年皇太极病故，他的儿子、 岁的福临（顺治帝）在叔

父多尔衮等扶持下即位。次年 月末，八旗兵在吴三桂的引导下

长驱 月入关。 日（顺治元年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

此前被李自成农民军占领的北京。

在此后的近 年中，定鼎北京的清王朝进行了统一中国南

部的多次征战。这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它包括镇压李自成、张

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的几个小王朝，铲除南明覆

灭后进驻闽粤云贵等地的尚可喜、耿精忠（耿仲明孙）和吴三桂

等三个军事割据集团（三藩）的一系列军事征战 年即平。

定三藩的两年之后，康熙皇帝从郑成功的后代手里收复了台湾。

这一系列征战，最终确立了有清一代的立国根基。

清王朝统一中国的几十年，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苦难的时

代。在华北，满族贵族和八旗开展了大规模的旨在扩大贵族特权

地位和解决八旗生计的圈地运动。前 多年，在广袤的华北后

亿亩的皇地区圈出了总数约在 亿亩 庄、王庄和八旗官兵

庄田，迫使大批农户破产逃亡。在南征以及在强制推行剃发易服

政令的过程中，清兵对坚持抵抗的地区烧杀抢掠。 年清军

攻破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屠 日，死城 万人，史称“扬州十

日”；嘉定经前后三次屠城，死 万余人，史称“嘉定三屠”；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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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破城后 万人，仅死者近 人幸免；湖南、两广一带，“弥

。为了对付站在南明一边的望千里，绝无人烟” 郑成功从闽南

向镇江、南京的北伐，清王朝于 年严行海禁，强行撤离从

山东到广州沿海地区的人户，沿海城镇村庄夷为废墟。

牧猎余风和农奴制度，暴力统一和民族隔阂，在清朝开国史

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然而，清朝统治者毕竟和起兵于草原汗国的元朝不同。由于

在辽沈平原上就形成了“师明之长技以制明”的传统和入关以后

对于中原社会政治体制的相当全面的继承，更鉴于各地人民激烈

反抗的经验教训，清朝从顺治到乾隆等几代头脑清醒、颇有作为

的皇帝，一步步调整了自己的统治体系、社会政策和用人制度。

到 世纪初，社会秩序业已稳定，汉满矛盾趋于缓和，一个以

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联合专政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得到了

巩固。

有人这样概括过事属巧合的清朝历史：清朝是以小儿兴，又

以小儿亡， 年摄政王多尔衮扶助 岁的福临开创了一朝基

业；到 年，福临的第七代孙、摄政王载沣扶持 岁的儿子

溥仪登基，随之而来的是清帝国的土崩瓦解。为时 年的大清

帝国，跨越了由中世纪向近代复杂转折的历史。

这个王朝由于自身历史的逻辑，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皇权

专制的巅峰。鉴于军事贵族合议制度在开国前后已经同统一集权

的君主制度时生扞格，更为了维护一个边疆民族的权贵对于地广

人众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清朝开国后的几代皇帝都极度关

注从双重政治空间集中权力：一方面，在爱新觉罗皇族宗室内

部，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争权残杀，康熙果断而带有戏剧性的清

除鳌拜集团，雍正严厉打击同“夺嫡事件”有牵连的王公旗主，

①刘余谟：《垦荒兴屯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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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到乾隆主政时，满族王公实际上已经无权再

参与政务。另一方面，则是清廷对汉族士大夫实施的笼络与高压

并举，以及高树君主权威的政策。虽然沿用前朝官僚、重开科举

制度、尊重儒学道统等举措体现了清廷争取汉族士大夫和化解民

族敌意的长远用心，但满汉畛域心理的长期延续，又构成了前代

所无的刺激君主集权的因素。诸如八旗驻防、汉满隔离、部院官

职满汉并立、地方督抚多用满人，以及大兴文字狱等等，都反映

了满族君主对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反抗可能性的极度敏感和严厉防

范。

对于清代君主采取高度集权的上述政策举措，许多书里都有

过论述，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君主们是怎样从理论意识形

态上来阐释他们实行集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虽然清朝皇帝表

现了对儒家道统的尊重，并以程朱理学为国家认可的正统学术，

但是，他们对儒 士大夫政治和士大夫的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

使命感，却不屑一顾。雍正皇 年专门写过一篇《朋党帝在

论》，驳斥北宋欧阳修旨在提倡士大夫集体政治行动的《朋党

论》。欧阳修认为，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

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雍正在他的同名论文里则反复申说，

臣子当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即使是标榜忠公体国的结党也决非

君子之所应为，而只能被小人们用来营私作弊。雍正于次年将此

文和《圣谕广训》一起发给各级学校，令学子们于每月的初一、

十五两次熟读。乾隆帝不仅在上谕里常用雍正的遗训来警戒臣

工，而且进一步向程朱理学奠基者程颐的一篇论文发难。程颐写

过一篇倡扬士大夫政治使命感的文献《论经筵札子》，认为士具

有匡正君王、经济天下的使命，可以为帝师，任宰相，身负天下

之兴亡。对这一论说，乾隆直斥之为“目无其君”：“夫用宰相

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但人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

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此不可也。”他指出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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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有忠奸贤庸之别，为君者不能不察；即使是贤相，“居然以天

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这些论说，反

映了少数民族的君主对于大权旁落的极度敏感，因而要从意识形

态的高度，来打击汉族士大夫的传统的政治使命感和剥夺他们的

道德自负。

清廷集权于中枢，追求的目标是大臣惟对皇帝负责的垂直体

制。这种体制中最能体现“乾纲独揽”的标志，是设立军机处和

实行密折奏陈制度。雍正年间，为征讨西北准噶尔部设立了军机

处。因事属兵机，该机构的用人不定，随时承接皇帝交办的事

务。后来这个机构超越了清初建立的内阁，成为承命于皇帝办理

军国要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不和部院大臣及地方将军、督抚来

往，直接根据皇帝的意旨办事。密折制度则形成了皇帝和大臣们

分别进行单线联系的渠道，中央和地方官员将各种情况写成密折

呈送皇帝，皇帝的朱批也以同样方式下达。这样，皇帝既可以直

接了解情况，又足以驾驭那些彼此隔离和互相戒备的官僚。康

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思想敏锐、精明干练，他们的教养、能

力和性格强化了这种“圣主”心态，自信能操纵布满全国、盘根

错节的权力网络，能洞烛一切道德、习俗和学术上的是非。

官僚（行政系统与监察系统）和军队（八旗与汉族兵员组成

的绿营），是皇帝统治全国的两大支柱。乾隆时代的 万满族八

旗有半数卫戍北京，另一半分驻各军 万事要地。同一时期约

绿营兵遍布于各地哨所。中央行政机构的主要体制是从唐代一直

沿袭下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督各级行政官僚的

都察院，以及对边疆地区行 个行省中使治理权的理藩院。在

设立总督和巡抚管辖。省以下依次设立道、府、州、县等各级行

政机构。大约 个县是这一金字塔型的行政网络的基层一

①（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载（御制文二集》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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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从中枢官员、各省将军督抚直到州官县令都是由皇帝任命

的。他们不仅对上司负责，而且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在这个庞

大复杂的行政网络中，即使出现某个具体环节的离心或断裂，也

不会影响整个权力系统的运行。

全国官僚系统中大约有 万名文官，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唐宋

开始到明代定型的科举制度，而被选拔出来的。世界上任何一个

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都需要选拔治理国务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

有的产生于贵族等级，有的由武士把持，有的是出自经过专门训

练的职业官吏，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可以说是在古代世界中绝无

仅有的选官制度。它以考试来选拔通晓经史和文学的士人群体，

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科举考试有很复杂的程序，产生出从生

员、贡生、监生直到举人和进士等各具特定身份的士人，塑造了

制度化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和平民的区别不仅在文化程度

上，更在于他们的上层（贡生以上包括举人和进士）能和政治结

缘，成为进入帝国政治体制的各级官僚；而他们的下层（生员和

监生）则活跃在乡土社会，和退休官员（官绅）一起支配基层的

行政和教化。据张仲礼教授的《中国绅士》一书估计，太平天国

万人，连 万同他们运动以前，绅士阶层约为 的家属约近

人。 这个通常被称为“士绅”或“官绅”的文人群体，在庞大

的国家机器和松散的家族、村镇之间，起着复杂的中介作用，使

政权和乡社趋于一体化。

皇帝派到各地的州县官僚（他们主要是经过京师会试取得进

士头衔的幸运者），通常要拜会住在他们管辖区内的士绅名宿，

没有后者作为统治基础，他们的政令很难贯彻。而士绅们也乐于

出入州县衙门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提高自己的地方声望。官

府和士绅相结合的权力，通过保甲、里甲和团练，将行政法令和

①张仲礼：《中国绅士》，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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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国家意识贯彻到广阔的乡里社会。

清代的中国社会、除了少数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塞

的城市之外，基本上是以集镇农村为单位的农业社会。虽然在辽

阔的国土上，存在着种植方式、民俗习惯和语音系统上的差别，

但除了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之外，都具有以小农业经营方式

为经济基础，以宗法家族为社会结构核心的共同性。士大夫政

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聚族而居的家族一家庭结构，构成了

中世纪中华帝国的最主要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受国家土地所有权

支配的家户土地占有制。宋明以来，地主私有制和相当广阔的小

农私有制对立并存的经济格局趋于成熟和定型。此外还有一部分

只有极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大体上讲，在 世纪前

期，除了皇室、贵族和若干大地主拥有巨额土地外，庶民地主中

每户占地百亩或二三百亩者居多，并形成了以租佃关系为主的封

建剥削方式。宋明以降，盛行于两汉魏晋年间的豪家大族对于农

奴的超经济强制已经松弛，地主一般只参与产品分配而不直接干

预经营过程，从而使农民对地主的身份义务关系逐渐淡薄。但

是，这并不意味租佃剥削量的减轻，“佃户分种，岁取其半”也

就是交纳五成租的情形相当普遍。还有佃户和业主实行四六分、

三七分甚至高达二八分成的。 过度的地租剥削和地主将巨额地

租 世纪后半期到转化为对自耕农的土地兼并，是 世纪的中

国农村不断发生农民骚动和武装起义的主要根源。

地主经济和自耕农经济都是以家户的经营为依托的。“父

（族）一子（支）”关系是中国家户或家族的基本结构。一个父家

族通常包含由几个儿子所分别组成的支（家户）。这是一个祭祀

页，北京，人①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一）， 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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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祖先的、由若干分支兼血缘伦序关系联结起来的群体单元。

家族的经济纽带是族田和族产，文化标志是族谱及与之相应的宗

祠和祖坟。在这样的群体单元里，各家户分别进行着规模不同的

物质（农业、手工业）和劳动力（子嗣）的再生产。通常而言，

在温情脉脉的家族结构中，存在着多极的阶级和阶层分野。拥有

功名身份的士绅或富足的庶民地主具有对家族的支配权，他们通

晓祭祀礼仪和具有组织这类活动的实力。他们兴办家学、调解纠

纷、举办慈善性的但并无实质意义的赈济事务。他们的说教，包

括学校教育、舆论宣传和年节的祭祀、娱乐活动，向族人灌输正

统观念和皇权国家意识，并组织族人向国家应差纳税。在社会动

乱中，他们往往又是团练的主持者。地主士绅经由宗法家族发挥

的这些维护基层秩序的功能，得到清廷法律的认可，而无权无钱

的一般族人则处在族权的压制之下。

一族或若干族的人群组成一个村落，在一百多户的村落中通

常有一两家小店和若干手艺人。几个或十数个村落围绕着一个集

镇，集镇上有坐商、作坊和行贩。村民们的生活资源除了主要向

土地索取外，还依赖于用农副产品在集镇上进行市场交换。集镇

又通过各种复杂的交换网络和更远的都市发生联系。而一般村民

在常态时期不会冒然进城，他们的经济交换、人际来往和联姻关

系，大体上不出方圆数十里的十村八乡。

有的研究者对于鸦片战争前夜的清代从业人口构成做过一个

匡测：在已达到 左亿的全国人口中 右即 亿，大约有

亿是农民及其家属。这些人口包括汉族、维吾尔族、部分

藏族、生活在南方与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他非农民人口占

万人 万人。在这个人群（含家属）中，，即

万人是有功名的官绅和约有 庶民地主 万商（

万 万牧民（ 万户、摊贩（ 左

右的手工业工人、矿工和船户（ ）， 万灶户（为官府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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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的户籍，占 万兵弁吏役（ 。此外还有

万左右失去正常谋生手段的游民大军（

以上是我们对于清帝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

从业人口的一个最粗略的描述。这样一种基本的国情，是我们考

察中国步入近代历史脉络的出发点。

盛世和危机

有清一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迈入衰暮之年。然而，封建

社会必然解体的历史规律，在中国是通过王朝更迭、一治一乱的

形态表现出来的，因此这一历史过程就显得分外的迂回曲折、扑

朔迷离。如前所述，在辽沈平原上崛起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清王

朝。它入主中原后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改革政策，以及

开明灵活的边疆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冲突和阶级矛

盾，促进了满族文化和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从而自 世纪末

世纪末的长时段中，缔造了一个四海升到临近 平、国力昌盛

的康雍乾盛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

康雍乾时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多种形式的疆土开发，对于几千

年来连续形成的中国疆域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和行使了有效的主

权，使边疆地区由于民族政权和地方势力鼎立而形成的分裂状态

逐步走向统一，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趋于制度化。

在皇太极时代统一漠南蒙古和黑龙江流域的基础上，漠北蒙

①参见郭松义：《清代的劳动力状况和各从业人口数的大体匡测》，载《庆祝杨

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②本节关于民族边疆史的写作，主要参考了戴逸：《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

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载（中外历

史问题八人谈》，北京，中共 和成崇德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党校出版社，

世纪中叶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等著述。特此说明并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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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外蒙古）的喀尔喀三个汗部是以和平方式归附清廷的。喀尔

喀蒙古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领土，清王朝在定都北京后的第

４４年，也就是１６８８年（康熙二十七年），根据这些草原部族的

要求与之会盟，划旗颁律，确立了清廷中枢对于漠北蒙古的管辖

权。

清廷对于被称为“卫拉特”的漠西蒙古诸部的统一要艰苦复

杂得多。１６世纪—１７世纪之交的卫拉特联盟，包括和硕特、准

噶尔、土尔启特、杜尔伯特、厄鲁特等部。在清朝入主中原的

１７世纪中叶，准噶尔部领袖噶尔丹在西北边陲的天山南北地区，

按草原汗国模式建立了游牧政权，志在重建辉煌的蒙古帝国而同

清帝国争夺中原。在西北地区还有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叶尔羌

国，这个民族政权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使它治理下

的各族基本上都融入了维吾尔民族之中。属于卫拉特联盟的和硕

特部则进入青藏高原，在清朝奠都北京的前两年（１６４２年），建

立了沿续７５年之久的蒙藏联合政权。此后准噶尔人又入侵西藏

推翻和硕特汗王，在雪域高原制造了巨大的动乱。

面对如此复杂多元的边疆格局，清王朝坚持建立中央集权

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帝国的目标，采取了刚柔相济、因势利导、

循序渐进的边疆政策，为中国的统一大业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

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明代已经通过对西藏各政教教袖的分封行使了对西藏的管辖

权，清朝开国前后进一步加强了和西藏的联系。顺治帝在北京隆

重接待了五世达赖喇嘛，并确立了此后历代达赖喇嘛需经中枢册

封的制度。康熙朝确立了“班禅额多德尼”的称号和班禅在西藏

的政教地位。１７１８年和１７２０年（康熙五十七和五十九年），清

廷两次派兵远征，驱准保藏，驱逐了在那里烧杀掠夺的准噶尔

人，并在拉萨长期驻军。雍正朝的京师成为翻译刊刻藏传佛教典

籍的中心。这位皇帝还把他登基之前的王邸雍亲王府改造成喇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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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教的京师圣地 ，到 年

（乾隆五十八年），清廷隆重推出《钦定西藏章程》共 条，钤

印颁布。这个章程，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权所规定的

最高法律，最终完善了中枢对西藏的主权管辖。英国人对西藏的

长期觊觎，被清王朝挫败了。

清朝初期，在收复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台湾岛的事业中出现

了两位民族 郑成功和康熙皇帝。英雄 年（康熙元年），

站在南明一边志在恢复中原的郑成功出奇兵赶走了在台湾实行了

年殖民统治的荷兰人。但他的儿子郑经却想“按朝鲜事例”

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变成自外于中华的海国。

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乘郑经病逝，派军扬帆远征，重创

郑军于澎湖，尔后经过谈判，使台湾回归中国版图。

清王朝在统一大业中，和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斗争最为漫长和

艰苦。康熙曾三次发兵征讨，大军推进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战略

地区。此后清廷和准噶尔部经历了反复的对峙、谈判和战争历

程，包括上述驱准保藏，将西南的准部逼回伊犁的艰苦征战。乾

隆前期、准噶尔部内讧，乾隆皇帝捕捉住这一征战良机，力排众

议，派大军以压倒优势推进天山南北，历经反复苦战，最终铲除

了准噶尔割据政权。此后又连续击败维吾尔族大小和卓木的叛

年，终于在这个地区确立乱，历时 了新疆的建制，完成了中国

的统一。

清朝中枢对于边陲地区，既实施了军府制度和由理藩院垂直

派驻官员的行政管理体系，又采取了适应各民族多元文化传统的

“因俗而治”的灵活政策。在这些地区立法定章，设官驻兵，筑

城戍守，移民屯田。这些举措突破了历代对边疆民族的松散的羁

靡（笼络）政策，使边疆的行政管辖趋于制度化。

在民族理论形态上，清代统治者也有适应于统一事业的新创

建。春秋、秦汉以来儒学传统中的浓厚的“华夷之辨”意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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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清廷几代君主的重新解释，逐渐淡化为含有民族一体内涵的

“屏藩”理念。康熙帝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

雍正帝的阐释则几乎和“藩”，卫戍北方边疆。 华夷之辨”针

锋相对：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

狁，即今湖南、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之上有苗、荆楚、

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自我朝入主

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

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

哉。

屏藩理念，虽然同近代的全部领土和国民都一律平等并相互

认同的民族国家理念存在着质的区别，但“大一统”的国家框

架，中枢和“屏藩”不可分割的民族整体意识，又在某种意义上

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近代的出现，以及为近代民族国家观

念的重铸，作了历史的铺垫。

康雍乾三朝是一个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年代。在以农立国

的封建社会，耕地面积的扩展，农业生产门类的增加和生产工

具、经营技术的改进，人口大幅度的增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三大标志。可以说 世纪，出现了中国小农家户经济基础，在

上的农业生产力的历史最高水平。

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是前代所无的。明末耕地面积

亿左右（也有的学为 亿亩，明末清 亿初的人口在 者估

计清代之前 万左右）；到康熙末年，全国耕地人口最多在

亿。此后历年人口大幅达到 亿亩，人口增加到 度增长，到

①《承德府志》卷首。

《大义觉迷录》卷一。转引自成崇德：《清朝边疆统一论》，载《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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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末年，人口突破 亿大关（一说 亿）。这个数据隐藏了

本书在后面将要谈到的负面的社会后果，但在当时则是显示了社

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历史上最多能满足 亿多人口粮的土地供

给，到这个时段已经可以养育为数 亿的庞大的社会人群。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代前期的江南地区已经开始大面积地种

植双季稻，油料、糖料和棉花等作物也产量大增。哥伦布发现美

洲新大陆拓展了欧洲的殖民事业，却也使中国农业间接受益。

世纪以来辗转传到中国的美洲农作物 蕃薯、玉米、花生等改

变了中国的农作物结构，延长了全年的收获期，并使得旱地瘠土

上也能生长出供人果腹或资以交换的作物，从而从一个方面刺激

了人口的繁殖。清王朝各项重农的政策举措，诸如奖励垦荒、减

免赋税、治河修堤、 灾济荒等，促使自耕农们在中原无战乱的

年代加强了土地投资，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这种种条

件，促 世纪中国农业经济的鼎盛。成了

法国学者谢和耐在研究了这段历史之后写道：

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前期的中国农民普遍地比路易十五

执政期间的法国同行们生活得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居乐业，他

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一些。

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取向是农产品的大面积商业化。在

不少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一些农业门类已经出现了不再为自给

自足，而是为市场交换而种植的现象。在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

海，在河南和直隶中部，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棉花种植，有的地

以上甚至 世纪末区，棉田占耕地的 画家焦

秉贞的《耕织图》，用数十幅画面表现了从棉花种植到纺纱织布

的全过程。徽州胡开文墨庄将这个过程铸成精致的集锦墨锭进贡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文版，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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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我们今天还能从这套墨模里看出当年的种棉由家庭副业转

型为专门行业的盛况。此外，桑、烟、桐油、茶叶、苎麻、甘蔗

等为市场生产的经济作物也都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发展，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和市

场的活跃。纺织业和矿冶业在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居于首位，为日

益增长的人口消费和朝廷的财政与军事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基地。

制茶、制瓷、采煤、造纸、制盐和其他土特产品行业的分工细

密，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工场和包买商。商业

化的趋势，在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北的若干地区形成

了一批百业辐辏的都会和城镇。农村集市也在发展并趋于定期

化。在繁荣的都会中出现了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商帮。主要从

事于金融钱庄业的晋商和经营淮盐、木材、茶叶的徽商鼎盛一

时。这些商帮在各都市中纷纷建立行会和会馆，借以互相联络和

垄断市场竞争。至嘉庆初年，仅北京一地，“南面正阳、崇文、

宣武为前三门，各行大贾，均有会馆云集” 。这种工商会馆还

为进京赶考的士子或在京的中下级官员提供食宿，官商之间借助

于乡谊结成了互为支援的保护网络。由于疆土的开发，商人网络

迅速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扩展。比如山西的钱庄老板和北

京商人进入了东北和蒙古。由于草原上黄教兴盛，寺院众多，寺

院自然成了商人的市场和货栈，在边陲和腹地展开了广泛的贸易

交流。 城镇商业和有限度的对外贸易为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税

收。乾隆一朝，尽管在边疆开发和大兴土木等方面支出了巨额白

银，但国库藏银仍达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

页①转引自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② 参 见 ［ 美 费正清编 ，中文版，上卷，：《剑桥中国晚清史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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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早中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之一。文化发展的

一个基本特征，是典籍的编纂和刊刻成为国家行为。富有的商人

（特别是徽商）也纷纷结纳名士，赞助出版，鼓励后代读书入仕，

借以提高地位和介入政治。康熙执政时修纂了（明史》、（全唐

诗》，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工具书（佩文韵府）和《康熙字

典》等 余部官修的或国家资助的巨著。到乾隆朝，我国历史

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问世。这部汇集古籍 多种，近

万卷的巨著，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至今仍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 在民间，涌现出一批被称为乾嘉学派的学术大

师。他们在古史考据、史学理论、边疆史地研究和方志编纂等方

面成绩斐然。在文学方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

《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都是不朽之作。乾隆末叶，

四大徽班进京，在中和园（现中和戏院）演出，中国最大的国剧

京剧由此诞生。 世纪的文化艺术，点缀了清代盛世的文

治武功，呈现出群星灿烂、一片繁荣的景象。

然而，如果以后知之明来加以考察，我们应该讲，清代盛世

是一个辉煌和黑暗、兴盛和危机复杂交织的时空。在某种意义

上，恰恰是这个时代本身的业绩及其统治者对这些业绩的自我陶

醉，导致了盛世背后的各种危机迅速表面化。乾隆末叶，中国社

会明显地由盛转衰，为后代留下了种种难以释怀的遗憾。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

王朝，往往周而复始地出现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开朝之初，

由于海内空耗，民心不稳，从中枢到各级地方政权一般都比较清

明，也比较节俭（据说康熙执政时， 年的宫中开支，还抵不

上明季君主们一年里开销的金额）。此后随着国家的稳定，经济

①对该书的分析，可参见黄爱萍：《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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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腐败奢靡的风气渐起。到了王朝鼎盛、经济高峰的年

代，腐败也就不可遏止地弥漫开来。尔后由于政治衰败、土地兼

并、人口压力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王朝的经济由盛转衰，但

政治风气和社会时尚却不可能再由奢入廉，反而越演越烈，直到

昏天黑地，病入膏肓。清王朝的兴衰，也没有逃脱这种王朝规律

的制约。

曾 世纪生产力发展主要标志之一的人口增长，在同经是

一时期的后半期暴露了它的负面作用。巨大的人口不仅形成了对

土地供给的重压，刺激了富户的土地兼并，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

导致政治上的腐败。激增的人口中包括地主士绅阶层的膨胀，他

们除了科举考试外缺少其他发展才能的出路。三年一次的科举考

试竞争激烈，仕途升迁的阶梯也越来越拥挤，大批自命清高的文

人们为谋出路而诉诸不正当手段，投靠权门、送礼行贿、暗通关

节、连结裙带等，一时成为士林风尚。而当他们中的幸运者一旦

金榜题名，往往迫不及待地凭借特权去索取物质的和心理上的补

偿。尽管朝廷高悬廉政惩贪的条律，甚至为了防范官员结党而革

禁“私交私宴”，但官员们总有各种巧妙的对策来应付过去。在

中国的封建官场中，属于私谊的馈赠和为办事方便的行贿，自掏

俸禄的开支和挥霍公款的浪费，永远是边际不清的。

乾隆皇帝本人的挥霍无度无疑为官场的奢靡腐化起了示范作

用。他是一位热衷到各 次之地巡游显威的君主，毕生巡幸达

多。 北京包括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也是经他扩建或修

建的。乾隆的巡游固然有其政治和经济目的；当年的皇家园林也

成为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瑰宝，但乾隆的这一切举措，又是同他的

财大气粗和喜欢享乐的品格密切关联的。

有的史家认为，乾隆朝出现的和珅集团败坏了政治和社会。

《 页。乾隆帝及其时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